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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藝與上海會文堂書局的小說出版

近代時期隨著小說地位的提高、小說作品的驟增，專門的小說出版社不斷出現，綜合類出版社的小說出版數

量也有顯著增長。在這之中，上海會文堂書局就是一個主要出版教學用書、譯介書籍及法律書籍的石印書局，同

時也是出版過爆款小說“歷朝通俗演義”的出版社。而在“歷朝通俗演義”的作者蔡東藩之外，該書局还有一位

重要的小說家王藝，他的作品數量可以占到書局在民初刊印新撰小說總量的三分之一，但卻少有學者關注。王藝

的小說作品與蔡東藩的寫作題材不同，數量卻大致相當，而對比二人及其他作家的小說作品，則可以一窺會文堂

書局在清末民初小說出版方面的特點，進而觀察此時期傳統書局在經營出版方面的不同選擇。

一　會文堂書局經營始末

圖書的石印技術在 18 世紀末由施內費爾德（Aloys Senefelder）發明，清道光年間傳入中國。自 1876 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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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徐家匯土山灣印刷所開始使用石印技術，此後點石齋印書局、掃葉山房、千頃堂書局等石印書局紛紛成立，上

海會文堂書局即是在這一浪潮中創辦的。據孫英芳《石間流唱　清末民初上海石印鼓詞小說的出版與傳播》一書

統計，上海的石印書局，從 1880 年成立的掃葉山房到 1915 年的泰東圖書館，共四十九家⑴，這其中就有會文堂

書局。

關於會文堂的創辦者及時間，目前有兩種主要觀點。其一，據蕭山市委員會文史工作委員會所編的《蕭山文

史資料選輯》第 1-4 輯內容，其中朱寶中在《我所知道的上海會文堂書局》一文中称，書局“創辦人是張謇和湯

壽潛，邵伯棠（希雍）與湯是蕭山同鄉，也是世交，故湯令邵主其事”⑵；而陳志放在《湯壽潛年譜》一文中言，

1899 年“湯在上海參辦會文堂書局，並委邵伯棠（希雍）主其事”⑶。其二，据朱聯保《近現代上海出版業印象記》

所記，“1903 年，沈玉林、湯壽潛創辦會文學社，早期經理陳鑒堂……後改名會文堂書局，設于河南中路 325 號，

門面朝東。這裏本是中華書局發行所舊址。”⑷後來的《上海出版志》及其他學術著作大都依從朱聯保一書的記載。

按，1901 年《新聞報》上就曾刊出“會文堂書局經售南洋公學師範院編譯、譯書院新出各種書籍”及“上

海會文堂新譯書出版”⑸的廣告，且 1898 年 9 月《新聞報》上還刊有浙紹會文堂書莊出版“新輯批校三蘇策論”

的廣告，那麼會文堂書局的前身應該是浙紹會文堂書莊，因為會文堂的編輯團隊基本為浙紹地區的人，且至少在

1898 年已經成立，其上海總局的社址在“上海河南路拋球場”。而會文學社確實由沈玉琳發起成立，且成立于蘇

州，因《北洋官報》1906 年第 1120 期刊有《蘇州會文學社簡章》，且該報 1907 年第 1338 期又刊有“會文學社

沈玉霖呈初等小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初等小學中國地理教科書，並皇朝一統輿地分圖請審定由”的學部批示。至

於會文學社是否與會文堂書局有關聯，除了朱聯保的記載，尚未找到其他佐證，故筆者傾向于書局由張謇與湯壽

潛發起成立的說法。不過不管哪種說法正確，湯壽潛都是書局的創辦人之一。

據陳志放所撰的《湯壽潛年譜》知：湯壽潛（1856-1917），生於浙江山陰縣天樂鄉（今屬蕭山市進化鎮），

1892 年殿試二甲，賜進士出身⑹。他與張謇同為近代中國實業改革家，二人於 1889 年結識，後同朝為官，並為

密友，曾共同商議朝廷立憲之事，並共同創辦上海大達輪步有限公司。湯壽潛逝世時，張謇曾為其撰寫《湯蜇先

先生家傳》。因此二人共同創辦書局，不是沒有可能。

另外，從會文堂書局在民國初期實際的出版情況來看，邵希雍乃是書局的主要負責人。邵希雍（1870-1911），
字廉存，號伯棠，浙江山陰天樂鄉人（今屬浙江蕭山），是湯壽潛的親戚⑺，“弱冠試為縣學生，有文譽，以舉業

教授鄉里……嘗曆諸學肆，庶事畢舉，生徒翕然。校讎群籍，行之坊市，人皆樂購”⑻。他生前所編《高等小學

論說文範》《女子論說文範》《初學論說文範》等書，均為上海會文堂書局出版，逝世時湯壽潛曾為其撰寫挽聯⑼。

而正是邵希雍請來蔡東藩出任書局編輯，才有了會文堂書局的爆款出版物“歷代通俗演義”。據朱寶中《我所知

道的上海會文堂書局》說：“編輯部成立後，熱愛鄉里友好的邵伯棠來蕭山張羅人才，先後邀集來上海寫作的邑

人如蔡東藩、謝正祺、邵斌源”⑽等人，邵伯棠作為會文堂書局實際的主事者，書局主要的編輯人員及經營、出

版事務都由其確定。蔡東藩作為蕭山同鄉，與邵伯棠交誼甚密，邵曾為其《中等新論說文範》做序，序中言“吾

同學友蔡君東藩，究心教育有年矣……余學識未出蔡君右，安敢評論蔡君文”⑾，而蔡在該書《敘言》中亦稱“邵

君廉存，予畏友也”⑿。

──────────────────────────────────────────────────────────

⑴　孫英芳《石間流唱：清末民初上海石印鼓詞小說的出版與傳播》，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第 38-41 頁。

⑵　朱寶中《我所知道的上海會文堂書局》，蕭山市政協文史工作委員會編《蕭山文史資料選輯》第 3 輯，1989 年，第 1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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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　挽聯為“亡之命矣，斯疾斯人，為善者懼甚；傷哉天乎，而今而後，吾文將托誰。”見周明道《觀滄樓隨筆》，錢塘詩社 1993 年，

第 32-33 頁。

⑽　朱寶中《我所知道的上海會文堂書局》，蕭山市委員會文史工作委員會編《蕭山文史資料選輯》第 3 輯，1989 年，第 126 頁。

⑾　邵希雍《中等新論說文範序》，蔡郕著述，邵希雍評校《中等新論說文範》，上海會文堂書局 19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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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會文堂書局最初的發展勢頭強勁，但因經營不善，中經改組及更換店主，並最終歇業。據朱聯保的《近

現代上海出版業印象記》一文說，“據《學術月刊》1964 年第 4 期所載上海書業公會致商業聯合會信中說，會文

堂於民十五（1926）年停業，當系內部改組，故後來改稱會文堂新記書局，經理王秋泉。又據《上海工商人名錄》

載，曾任國民黨軍需署署長、福建財政廳長的鎮海人徐桴（字聖禪），是會文堂新記書局店主，當系此時加入。

還有經理徐寶魯，傳説他是辛亥革命烈士徐錫麟的後代。”⒀查會文堂書局出版發行的《法令週刊》，該刊 1931 年

的第一次特刊扉頁有“恭賀新禧”題詞，題詞中署“會文堂新記書局經理徐寶魯、上海法學編譯社編譯主任兼《法

令週刊》總編輯郭衛、會文堂新記書局營業主任王秋泉”。則知此時書局名稱上已有所變化，改為“會文堂新記

書局”，而且主要負責人也已變成徐寶魯與王秋泉。而所謂“店主徐桴”，或即書局背後金主，但在書局出版的書

刊及相關檔案上未見“徐桴”字樣。

不過，會文堂書局的出讓與更名或應在 1927 年末至 1928 年初。因 1927 年 9 月出版的第六版《夜譚隨錄》，

版權頁尚署“上海會文堂書局”，而 1928 年 3 月出版的《注釋評點燕子箋傳奇》版權頁已署“上海會文堂新記

書局”。

關於書局易主的原因，主要是老一代管理者的離世。首先書局的主事者邵伯棠於 1911 年仙逝，而後湯壽潛

也在 1917 年去世。在湯去世之後，湯壽潛的三弟出掌書局，並邀邵伯棠之子邵農樵、五弟邵時生主持日常工作。

但因其均不善經營，致虧損嚴重，書局才出讓給紹興人徐寶魯，“寫作人員只留用邑人蔡東藩（已回臨浦）和王

秋槎，其餘一概遣散。”⒁

但更名後的書局依然經營不善，至 1931 年宣告歇業，當時還產生了勞資糾紛。1931 年上海有《會文堂書局

歇業案》（第一一九七案）⒂，其卷宗如下：

　　　　　　勞方　　上海市鉛印業產業工會　地址永興路永福里六十號

爭議當事者　　 代表　 趙湘笑

　　　　　　　　　　　周永發

　　　　　　資方　　會文堂書局　地址香山路香興里

　　　　　　　 代表　 徐寶魯

　　　　　　　　　　　王秋泉

右列爭議當事者，為解雇糾紛事，經本委員會召集調解，茲得雙方同意，簽訂和約，特為紀錄如左：

一　 會文堂書局全體工友顧慶貴、林鶴年、方金鑫、邱阿青等二十七人，准資方解雇。

二　 資方給付上列工人解雇津貼金，未滿一年者，工資二十日 ；一年以上，未滿三年者，工資四十日；三年

以上者，工資兩個月。

三　 上項工資，計算法以最近三個月實做工作，平均計算。

本件經雙方代表同意簽名，調解成立，應視同爭議當事人間之勞動協約。

　　　　　　　　　　　　　　主席委員　王先青

　　　　　　　　　　　　　　委員　　　徐寶魯　王秋泉　 趙湘笑　周永發

　　　　　　　　　　　　　　紀錄　　　王志欽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二十一日

不過，這個事件雖名曰“歇業案”，但會文堂新記書局並未真的從此停業，而是又堅持了幾年。至少到 1936
年，會文堂新記書局仍在經營，如這一年的四月份，書局將蔡東藩的《歷朝通俗演義》進行重版，同時這一年還

刊有《會文堂新記書局圖書目錄》。1937 年至 1945 年期間，未見書局有新的出版物面世，而在 1947、1948 年間，

──────────────────────────────────────────────────────────

⒀　朱聯保《近現代上海出版業印象記》，學林出版社 1993 年，第 234 頁。

⒁　朱寶中《我所知道的上海會文堂書局》，蕭山市政協文史工作委員會編《蕭山文史資料選輯》第 3 輯，1989 年，第 126 頁。此

王秋槎，不知何人，或為“王秋泉”之筆誤。

⒂　上海市政府社會局編《近五年來上海之勞資糾紛》，上海中華書局 1934 年，第 17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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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局原刊的部分法學書籍又有重版，出版及發行署名仍為“會文堂新記書局”。

以上是上海會文堂書局大致的創辦及經營過程，總體的存在時間在三十年左右。而且除了上海的總局之外，

它在全國各地還設有分局。如 1925 年的《會文堂書局圖書目錄》封面就署有“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拋球場”，

及北京、奉天、濟南、漢口、長沙、廣東等分局發行處。而除了這幾處之外，還另有香港分局、廈門分局、揚州

分局等。

二　會文堂書局的小說出版

自創始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會文堂書局的主要出版物有新編的教課書、法律書籍，有傳統的經史子集，

也有小說作品。據朱寶中說，“初期，會文堂出版的書籍以‘四書’‘五經’及《幼學瓊林》等為主。出版的小說

中最盛銷的書有邑人喻守真的《雙溺記》和許蕭天⒃的《清宮秘史》。後，邵伯棠主編的《論說文苑》《論說精華》

掛冠滬上，宏圖大展，分店林立全國。”⒄而楊麗瑩在《清末民初的石印術與石印本研究：以上海地區為中心》一

書中則指出“會文堂書局以出版新式標點的教學用書和法律類書籍為主……書局成立之目的本為譯介和推廣西學

書籍”⒅。事實上，法律類書籍及教科書類的確是會文堂書局出版的重點，而古詩文詞也同樣佔有相当的比重。

根據 1925 年刊出的《會文堂書局圖書目錄》，書局出版

的圖書分為：法政類、論說類、國文國語類、作文類、史論類、

兒童用書類、歷史地理類、字典字彙類、國音方言類、小學用

書類、尺牘類、交際類、楹聯類、普通類、碑帖書畫類、金石

類、子史類、詩文集類、文學參考書類、詩話類（附聯話）、

筆記類、小說類、醫書類，共二十三類。到了 1928 年，會文

堂新記書局刊出其第四期《圖書目錄》，其中所列圖書分類與

1925 年的基本相同。

而在 1936 年的《會文堂新記書局目錄》⒆中，所列的圖書

分：法政類、論說類、國文國語類、作文類、史論類、字典字

彙類、兒童用書類、小學用書類、尺牘類、交際類、楹聯類、

普通類、碑帖書畫類、詩文集類、詩話類、筆記傳奇類、小說

類、醫書類，共十八類，書後另附有“代售各家圖書目錄”，

與 1925 年的出版目錄分類也大致相同。在這之中，會文堂新

記書局出版的法政類書目又分：學理、釋義、要義、談話、淺

釋、技術、問答、判解、法規、公文、其他、週刊等共十二個

小類。所以，總體上會文堂書局是個綜合性的圖書出版社，偏重于日常應用類工具圖書，法律書籍確實是書局的

出版重點，而小說類雖然只占書局全部出版物的一小部分，但也有自己的特色。

在 1925 年的《會文堂書局圖書目錄》中，筆記類之下，共列有二十二種作品。按照現代的小說概念，除去《桃

花扇》《燕子箋》兩種傳奇，及《天下名山勝景記》《續天下名山勝景記》兩種遊記，其餘十八種作品均為明清筆

記小說。而小說類之下，共列三十八種作品，分別為：《兩晉通俗演義》《南北史通俗演義》《唐史通俗演義》《五

代史通俗演義》《宋史通俗演義》《元史通俗演義》《明史通俗演義》《清史通俗演義》《民國通俗演義》（初二三集）

《民國通俗演義》（四集）、《宋岳武穆公全傳》《西太后演義》《宮闈奇案》《明宮豔史》《亡國花》《夢話》《情海新

聞》《解放女子小史》《錯誤》《中國女偵探案：玫瑰花》《驚人奇案》《偵探指南》《古今義俠鑒》《中國大偵探案》

《客中消遣錄》《可發一笑》《中國奇案》《奇案叢談》《怪語》⒇《同氣異聲錄》《雙溺記》《盜俠奇緣》《風塵瑣記》

──────────────────────────────────────────────────────────

⒃　應為許嘯天。

⒄　朱寶中《我所知道的上海會文堂書局》，蕭山市政協文史工作委員會編《蕭山文史資料選輯》第 3 輯，1989 年，第 126 頁。按，

許嘯天所撰的《清宮秘史》，即《清宮十三朝演義》。

⒅　楊麗瑩《清末民初的石印術與石印本研究：以上海地區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年，第 147 頁。

⒆　封面聯繫方式署“北平琉璃廠，電話南局二四六二”。

⒇　書名實為《語怪》，應是印刷書寫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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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四大清官演義》《中國四大軍師演義》《刀筆地獄》《動物春秋》《姻緣譜》《棒喝緣》。

在這些作品中，十一種歷史演義小說及一種筆記為蔡東藩所撰，十四種為王藝所撰，其餘十四種為其他人的

作品。即，1920 年代會文堂書局刊行的小說類書籍，主要是由蔡東藩及王藝兩人的作品所構成的，而其餘的十

二種的作者如下表：

書名 編著者 出版信息

家庭小說：同氣異聲錄 樂志口述，梅臒潤辭 上海會文堂書局 1920 年刊

雙溺記 喻弢盦撰 上海會文堂書局 1920 年刊

偵探指南 林占元編，胡寄塵作序 上海會文堂書局 1922 年刊

可發一笑 琴石山人編 上海會文堂書局 1922 年刊

解放女子小史 澄江徐再思編，琴石山人校 上海會文堂書局 1922 年刊

風塵瑣記 湯冷秋撰 上海會文堂書局 1922 年刊

中國女偵探案：玫瑰花 楊塵因編著

琴石山人校

上海會文堂書局 1922 年刊

會文堂新記書局 1930 年刊本（第 8 版）

夢話 邯鄲夢夢生，鏡湖半閒人編

琴石山人校

上海會文堂書局 1923 年刊

情海新聞 嘯園主人編 上海會文堂書局 1924 年刊

中國四大清官演義 李幻龍演述，琴石山人校 上海會文堂書局 1924 年刊

中國四大軍師演義 李幻龍演述，琴石山人校 上海會文堂書局 1924 年刊

奇情小说：錯誤 未见，不详 不详

這三十八部作品均是清末民初作家的新撰小說。另外，書目末尾附有正在售賣的書籍十八類（包括卜筮類、

道書類），其中所刊小說類之下，列有作品五十種（包括《桃花扇》《長生殿》《燕子箋》等傳奇三種），基本均為

明清小說等已有舊作。

而 1928 年的第四期《圖書目錄》中列有小說四十二種，較 1925 年的目錄多出《前漢通俗演義》《後漢通俗

演義》《耕硯餘談》《新遊戲文章》，前兩種仍是蔡東藩的作品。

到了 1936 年刊出的《會文堂新記書局目錄》，出版的筆記傳奇類作品十八種，小說類五十二種，內容與

1925 年的《會文堂書局目錄》大致相同，其中小說類主要增加了標點本的蔡東藩“歷朝通俗演義”、《胡寄塵近

作小說集》及新譯的兩種小說：

《華特遜供狀》（美國拆白大王），（美）愛多溫牧慈著，蕭百新譯，會文堂新記書局 1930 年；

《卓別靈歐洲漫遊記》，（英）卓別靈著，蕭百新譯，會文堂新記書局 1931 年。

而書末所附列的書局已刊行小說八十三種，也基本都是舊有明清小說。

因此，會文堂書局刊行的小說作品以當時社會早已流行的明清小說為主，新撰小說則主要以蔡東藩、王藝二

人的作品為主。

三　王藝的小說創作

關於蔡東藩的生平及其“歷代通俗演義”，學界已有較多研究。而長期被忽略的創作者王藝，他的小說其實

也是會文堂書局推出的特色作品。

王藝，字蘭仲，號無愁，又號九畹主人，浙江杭縣（今屬杭州市）人。他於清末參加過科考，被錄取為增生�，

後曾在浙江鐵路學堂任教，《中國之新意匠家》一文曾言“浙江鐵路學堂算學教員王君蘭仲，近製成新式水車一

架”�。其妻呂逸，字韻清，為清末重要的女詩人及小說家，撰有《返生香》《石姻緣》�等小說。

──────────────────────────────────────────────────────────

�　1908 年《申報》上載有他改良農田車水器的消息，消息中稱其“增生王藝”。《申报》1908 年 9 月 11 日，第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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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藝約生於 1877 年，因呂韻清詩中曾有“論年屈計當強仕（外子時年四十），傳世由來不在文”�之句，丁

巳年為 1917 年，王藝時年四十，則知其大約生於 1877 年。呂韻清約生於 1870 年左右�，她在《倚修竹軒詩序》

中曾說自己“年三十許，不離母，蘭閨待字”�，故知二人約在 1900 年之後成婚。《崇福鎮志》中記，呂韻清在“母

辭世後，嫁與餘杭王藝（字蘭仲，別號無愁）為室，居杭城。王善書法，有漢魏金石氣。”�

王藝曾以筆名“無愁”在報刊上發表作品，撰有小說《棠怨》《冶遇》《胭

脂井》《雀恨》《孤雛淚史》《侍兒豔聞錄》，筆記《無愁廬雜記》等。其《無

愁廬雜記・潔癖》一文中言“予女戚某氏，有潔癖……其人早寡無子”�，

則知其有女嫁與戚姓人家。此外，他還撰有《小學文法初階》（商務印書館

1914 年出版）、《最新應酬聯文全書》（文明書局 1931 年出版）、《周秦哲學》

（北平中國大學 1934 年出版）等。1929 年杭州古今圖書店出版了他所撰寫

的《小說的杭州西湖指南》，全書以小說筆墨描述杭州西湖的景致，體裁新奇。

他在序言中說：“我向西湖上游過幾次，就發一個願，要用小說體裁，敘西

湖的名勝……本書的定名，原名‘小說的西湖’，又因這書是按游程做的，

故改名‘小說的西湖指南’。又因這書關於杭州市的內容都有提及，故又改

名‘小說的杭州西湖指南’。”�此序之末署“九畹主人”，目錄之末還有其夫

婦二人的鬻字售畫廣告，地址署“寓東公廨二十號門牌”。

蔡東藩為會文堂書局的主要編輯，而王藝是否也曾入職書局，尚未見到確鑿的證據。但他自 1914 年刊出《繪

圖中國奇案》，一共在會文堂書局出版了十餘種小說作品，則他大概率也是書局的編輯成員。目前所見其全部單

行本小說�均由會文堂書局出版，目錄如下：

──────────────────────────────────────────────────────────

�　《中國之新意匠家》，《東方雜誌》1908 年第 5 卷第 8 期，第 10 頁。

�　參見馬勤勤《民初女性小說創作考述》，楊萍、許文伯《清末民初女性小說家呂韻清生平及小說作品考述》等論著。

�　呂逸《丁巳二月外子自常熟暑假歸適嵊邑令牛公函招臨行賦此贈別》，《浙江商品陳列館季刊》1921 年第 2 期。

�　呂韻清與徐自華相交甚密，二人姊妹相稱，徐蕙貞有《和韻清姊寄懷元韻》與《和自華妹寄懷元韻》詩，知徐年長於呂，因徐

自華生於 1873 年，故呂韻清當生於 1873 年之前。又，據黃錦珠女士《呂韻清、高劍華生平考辨：兼論清末民初女小說家的形成》

一文考證，呂韻清生於 1870 年左右，今依其說。

�　呂逸《倚修竹軒詩草序》，見《倚修竹軒詩草》哈佛燕京圖書館館藏稿本。

�　張冰華主編《崇福鎮志》，上海書店出版社 1994 年，第 393 頁。

�　無愁《無愁廬雜記・潔癖》，《小說新報》1915 年第 7 期，第 1 頁。

�　王蘭仲《小說的杭州西湖指南・序》，杭州古今圖書店 1929 年，第 1-2 頁。

�　另有文明書局出版的《鬥富奇談》《茶花女補軼》，作者署名“無愁”，但因筆名為“無愁”者，並非只有王藝，故不能完全確

定是否為其作品。

�　此書包括明朝、清朝、太平天國、洪憲四編，今僅見《明朝宮闈奇案》《洪憲宮闈奇案》。

《繪圖中國奇案》四卷 上海會文堂書局 1914 年刊

《繪圖奇案叢談》二卷 上海會文堂書局 1915 年刊

《繪圖中國大偵探案》 上海會文堂書局 1919 年刊

《古今義俠鑒》 上海會文堂書局 1920 年刊

《驚人奇案》 上海會文堂書局 1922 年刊

《宮闈奇案》� 上海會文堂書局 1922 年刊

《盜俠奇緣》 上海會文堂書局 1923 年刊

《亡國花》 上海會文堂書局 1923 年刊

《奇異小說：語怪》 上海會文堂書局 1924 年刊

《警示小說：刀筆地獄》 上海會文堂書局 1924 年刊

《古今姻緣譜》 上海會文堂書局 1925 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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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些作品的出版情況來看，王藝極有可能也是會文堂書局的編輯。

在這十四部小說中，“奇案”類筆記小說有六部：《繪圖中國奇案》《繪圖奇案叢談》《繪圖中國大偵探案》《驚

人奇案》《洪憲宮闈奇案》《奇異小說：語怪》，武俠類小說兩部：《古今義俠鑒》《盜俠奇緣》，言情類兩部：《古

今姻緣譜》《明宮豔史》。这些作品與當時流行的通俗小說類型基本吻合，同時也反映出書局及王藝小說創作的側

重點之一：“奇案”小說。

“奇案”是近現代偵探小說與傳統公案的結合，既有傳統的公案小說可以模仿，也有現代的偵探小說敘事邏

輯可以參考。特別是近代社會奇事奇案頻生，就近敘述時事“奇案”尤為方便且引人關注，而會文堂書局又以介

紹、出版法律類書籍為重，其中對法律條文的介紹與“奇案”小說中的案件審理、宣判可謂異曲同工。王藝所撰

的“奇案”小說，基本都源自清末社會時事、軼聞，且具有一定的搜奇、探案特點，可以說是在近代波譎雲詭的

社會環境中，在公案小說、偵探小說的流行趨勢下完成創作的。

如《宮闈奇案》一書，《會文堂書局圖書目錄》記載該書內容“分四編，曰清、曰明、曰太平天國、曰洪憲，

皆以章回體述宮闈中之奇案，筆墨明暢，其中所述太平天國之事，尤屬聞所未聞，可以作小說讀，亦可以作稗史

讀”�。其中太平天國、洪憲兩編，均是晚近時事，而有清一代諸軼事也多為近人所知。如最後一編《洪憲宮闈

奇案》，一冊，共七回，寫袁世凱稱帝先後之經過，而尤重其家庭內闈之描寫。其在《贅言》中說：“邪正之不能

相容與正之不能勝邪也，不獨一國然，即一家亦何莫不然。余觀袁氏家庭，如于夫子之直爭，克文、淑順之幾諫，

可不謂賢乎？然終不能覺悟袁氏，相率而謀引避。於是內外梯榮希寵之流，益肆無忌憚，卒陷袁氏於身死名裂，

詎不大可慨耶？若夫懲閹豎之禍，而議用女官，導以隋煬之荒淫，則又逢惡之尤者矣”�。

又如《繪圖奇案叢談》一書。此書為札記小說，共兩卷，內中所錄二十一件奇案均為當時報刊上曾報導過的

時事，諸如“張汶祥案”“楊乃武案”等更是轟動一時，舉國盡知。而編校者在該書的敘言中說：

古人有言：“畫地為獄，議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深惡夫刑獄之苛濫也。歷代以來，如漢之于公，

宋之包老，能有幾人？地方長官深居簡出，不聞採風問俗、留心民隱，即無貪贓納賄諸弊而已。糊塗顢頇，

漠視人民，迨坐堂聽訟，未經詳訊，先加呵叱。有情者亦不得盡其辭，稍一違抗，鞭笞隨之，三森之下，何

求不得？無辜良民，冤斃於豻獄中者，蓋不知凡幾矣。乃者司法獨立，改良監獄，停止刑訊，於訟獄一端似

得矜恤之道，較諸前代黑暗，固不相同。然訟案百變，真偽難辨，檢察者不無偶誤，審判者未必盡情。必謂

海內無冤民，吾尚不敢驟信也。武林王君蘭仲，蒐輯近百年來諸奇案，或采拾稗史，或紀述舊聞，雖不過數

十則，而其間昭晰剖斷諸情狀，往往出人意外，益信聽訟者斷不能糢糊從事。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良有

司其固宜倍加審慎乎！閱竟，綴數語以弁卷首。民國四年五月海上寓公識。

此一段論述旨在說明“訟獄”一事之艱難，其中言民國之後“司法獨立，改良監獄”等事，则促成了近代案件的

發生與審理過程的改變，自然也為偵探小說提供了現實基礎。而王藝在編纂中，重點敘述各案的“昭晰剖斷諸情

狀”，也是為了使這些時事“劄記”更符合小說的邏輯，以激發讀者的閱讀興趣。

如果說蔡東藩的小說代表的是會文堂書局小說出版中的歷史演義部分，那麼王藝的小說代表的就是该書局小

說出版中的時事奇案部分，他們的作品是會文堂書局小說出版的主要導向——蔡東藩的小說指向歷史，而王藝的

小說則指向現實。他編輯“奇案”小說，是從“訟獄”出發，展現民生情狀，是希望“有司倍加審慎”，是現實

社會中訟獄事件的一種映照。他的奇案小說如此，他的言情小說亦是如此。即如其《棒喝錄》，廣告詞也說是“爰

摭近文，述為小冊，俾讀者知人之迷於情好，溺於貨利者，皆足為毀名墮行，破壞家庭，釀成事變之利刃”�，

《棒喝錄》 上海會文堂書局 1925 年刊

《動物春秋》 上海會文堂書局 1925 年刊本

《明宮豔史》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 1930 年刊（第 9 版）

──────────────────────────────────────────────────────────

�　《會文堂書局圖書目錄》，上海會文堂書局 1925 年，第 79 頁。

�　王藝《洪憲宮闈奇案・贅言》，上海會文堂書局 1922 年，第 1 頁。

�　《會文堂新記書局圖書目錄》（第四期），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 1928 年，第 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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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在創作之初，已將作品的“現實指導意義”作為編書的目的之一。

四　會文堂書局编印小說的特點

由以上會文堂的經營及王藝的小說出版情況，以及 1925 年《會文堂書局圖書目錄》、1936 年《會文堂新記

書局圖書目錄》中的小說目錄，可知會文堂書局在小說出版方面始終以翻印舊小說为主，對新撰小說的出版也始

终集中於蔡東藩、王藝等數人的作品，即對新撰小說的出版與市場開拓並不多。前文提到 1925 年《會文堂書局

圖書目錄》所錄的新撰小說，在該書目所錄之外，尚有其他幾種新作，如：

《江湖異聞》，會文堂書局 1923 年刊（謝畯喜編輯，琴石山人校訂）

《客窗漫錄》，會文堂書局 1924 年刊，1925 年再版（張六合撰，琴石山人閱）

《新遊戲文章》，會文堂書局 1925 年刊（趙煦撰，琴石山人校訂，此書內容較雜，部分為散文，部分為札記，

但在 1928 年所刊的書目中歸入小說一類）

但即便添上這三種作品，也終究無法改變會文堂書局不以出版“最新小說”為小說出版宗旨的基本情況，會文堂

書局還是固守以刊印舊小說為主的經營思路。按，清末以來像申報館、掃葉山房等大的出版機構都曾通過印製舊

小說而獲得較好收益，會文堂書局作為那時創辦的石印書局，選擇同樣的小說出版方案也在情理之中。而隨著小

說創作者的增多，尤其是專門的小說刊物、小說出版社的增多，小說的閱讀市場也逐漸轉向“最近名小說家之作”。

進入民國之後，小說銷路較好的主要是小說叢報社、世界書局、廣益書局、大達圖書供應社等出版社，他們或專

門出版小說新作，或大批量出版小說新作，其小說銷量自非老派的綜合性書局可比。

同時，這些小說編創者，大部分都是浙江人，也即會文堂書局的主創湯壽潛、邵希雍的同鄉。前文提及蔡東

藩與邵希雍為山陰天樂鄉（今浙江蕭山）人，王藝為杭縣（今杭州）人，而《江湖異聞》的作者謝畯喜、《雙溺記》

的作者喻弢庵、《風塵瑣記》的作者湯冷秋均為蕭山人，《新遊戲文章》的作者趙煦為明州（今寧波）人。特別是，

所有這些小說的校訂者均為琴石山人，而琴石山人即湯壽銘。他是湯壽潛的幼弟，生于 1873 年，“字笛仙，更

字滌先，號滌厂居士，晚號琴石山人，清附貢生，候選太常寺博士。”�他自己還撰有小說《可發一笑》，亦由會

文堂書局出版。從這些新撰小說的作者及校閱者的情況來看，會文堂書局的編創團隊是通過鄉誼關係搭建起來的，

並不特別“對外開放”，而在民初小說作者、編輯人員急劇增加的趨勢下，也沒有吸引新的編輯人員及小說創作

者進入。

再者，會文堂書局出版的小說作品，在小說市場競爭中推出了“奇案類”“歷史通俗演義”等通俗化作品，

但整體的基調偏於嚴肅，並未有過多的娛樂化傾向。清末民初的小說除了“裨補時闕”這一顯在的口號和目的之

外，還有向文學的趣味性、遊戲性靠攏的趨勢，比如民初所謂的“禮拜六派”等小說家的作品，通俗化、大眾化、

娛樂化是小說在清末民初不自覺走出的另一條道路。王藝早期在報刊上發表的《棠怨》《胭脂井》《孤雛淚史》等

小說雖非“奇案”作品，但也是偏重於描述現實的；其中雖多言情短篇，但與其在會文堂書局出版的言情作品的

主旨思路大致相同。而在為會文堂書局供稿前後，王藝將其“言說現實”的思路一以貫之，其“奇案”諸作在追

求“有益現實”上也是貼合當時的小說理論潮流的，蔡東藩的歷史演義小說也是“以之供普通社會之眼光，或亦

國家思想之一助”�，一定程度上也為了順應“小說功用論”的潮流。因此相應地，會文堂書局的小說作品在“消

閒”“娛樂”等方面的表現就不那麼突出。

特別是，在民初的一二十年間，備受關注的小說作品及新起的名小說家大多是由報紙、期刊推出的，然後又

由各類文學團體所塑造，如由《民權報》《民權素》等平臺推出的小說家，由《申報》副刊、《遊戲雜誌》《禮拜六》

等推出的小說家，由《新聞報》《快活》等平臺推出的小說家等，而這些刊物與小說家又共同推動了民初通俗小

說界的“消閒”“娛樂”潮流。清末民初的編輯與小說家與報紙、期刊、出版社等已然形成了小說作品的編創鏈條，

而會文堂書局仍是“書局 + 本局編輯”的單一工作模式——既缺少名小說家的加盟，又沒有小說期刊雜誌的互動，

也沒有相關文學團體的加持，所以其在小說的出版及市場份額上便很難佔據優勢地位。

概而言之，會文堂書局的小說出版沒有太趨向於新小說，仍舊在歷史演義與奇案、言情等範圍之內，而小說

──────────────────────────────────────────────────────────

�　陳志放《湯壽潛年譜》，蕭山市政協文史工作委員會編《蕭山文史資料選輯 第 4 輯 湯壽潛史料專輯》1993 年，第 614 頁。

�　蔡東藩《清史通俗演義・自序》，《清史通俗演義》，上海會文堂書局 1916 年刊本，第 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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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編創團隊也基本仍限於數位鄉誼友人。在小說逐漸變革趨新的過程中，書局沒有招攬文壇的名小說家，其與逐

漸變化的小說界也越加疏遠。

除了蔡東藩的“歷代通俗演義”系列小說，該書局其他新撰小說的銷路及社會關注度都不算大，王藝在該書

局出版的小說雖然也有一定數量，他的奇案類作品雖指向當時社會，但影響力絕不能與“歷代通俗演義”同日而

語。然而即便如此，會文堂書局仍憑藉蔡東藩的“歷史通俗演義”系列而在小說出版界獲得關注。自 1916 年至

1926 年，從《清史通俗演義》到《後漢通俗演義》，蔡東藩的歷史演義系列確實為書局賺足了利益。只是保守而

拘謹的小說出版策略限制了它在民國時期的小說銷售業務。以舊小說為出版重心，以浙紹籍人士為編創核心的思

路，在小說市場迅猛發展變化的情況下，只能換來相應市場份額的縮減。連王藝小說，這樣佔據書局較大小說出

版分量的作品都不能引起讀者的注意，連王藝其人都無法擠進清末民初知名小說家的隊伍，即便有“歷朝通俗演

義”這樣的爆款書籍，也不能改變書局在小說出版方面的劣勢。

當然，會文堂書局的出版重點本不在小說，甚或無意於小說售賣市場的競爭，故其在作品印售、編創團隊建

設等方面的保守也是一種必然。依據 1925 年及 1936 年的書局出版目錄，小說在會文堂書局出版書目中的比重

僅為二十分之一（1925 年書目共分二十三類，1936 年書目共分十八類，小說都只占其一）。特別是，該書局出

版的新撰小說基本在 1914 年之後；在 1914 年之前書局初創的十餘年間，會文堂書局似乎并不看重小說，而是

將主要精力放在出版學生教材、經世文章及傳統經典上。它出版小說，應該是進入民國之後的一次經營策略調整，

但可能并不想改變書局創始的初衷，所以小說的出版力度不夠。而王藝等人編撰的小說，也同樣體現着書局在書

籍出版中的核心思路：以“用”為主。蔡東藩的“歷史演義”可為社會現實提供“鏡鑒”，而王藝的“時事奇案”

則是直接披露現實，以警世人。

结语

會文堂書局只是清末民國時期眾多印書局中的一個，作為開創風氣之先而使用石印技術的書局，從其最初譯

印書籍、出版教科書以及後來重點出版法律書籍的情形，可知書局創設的初衷乃在新知識的引入與傳播，是湯壽

潛、邵希雍等近代知識份子實踐其救國及社會改良理想的方法之一。而在實際的出版經營中，書局編輯跟隨時代

潮流增加了小說刊印，以踐行其“裨補時闕”的宗旨，同時也兼顧了在通俗讀物銷售方面的缺失。就如王藝在《動

物春秋》的序言中所說，此書之編寫及其目的乃“將人比物，亦可明勸化而資警戒”，“匯記新聞，間參舊籍，成

是短篇，用自娛悅，讀者苟能借鏡，亦詩人興觀群怨之一助也。”�會文堂書局刊印的小說不論是蔡東藩的“歷史

演義”系列，還是前述王藝的“奇案”，抑或是《解放女子小史》《中國四大清官演義》等作品，都迎合了小說應

該描寫現實、描摹世態人心的時代思潮。只是憑藉有限的作品數量與題材，會文堂書局沒能完全打開小說銷售市

場，也沒有朝新興的遊戲化、娛樂化小說創作方向做出調整（當然也可能根本無意進行這方面的調整），也因此

只能是清末民國時期偶有“爆款小說”的書局，而沒能躋身一流小說出版社的行列。

作為出版“教學用書和法律類書籍為主”的書局，會文堂書局的小說出版雖然相對保守，但其在民國初期的

整體經營狀況還算可以，不然在 1925 年前後也不會有諸如北京、奉天、濟南、漢口、長沙、廣東等多處分局�。

但是，到 1927 年之後，書局的經營每況愈下，不僅更名易主，還有“歇業”官司，這背後自然有政治時局動盪

的原因，但應該也受制於其他因素，因為諸如點石齋、拜石山房、掃葉山房等其他老牌石印書局已經末落或趨於

頹勢；另外，其保守的小說出版策略，削弱了它在小說市場上的競爭力，是否也進而影響了其整體的出版業務，

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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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藝《動物春秋・緒言》，上海會文堂書局 1925 年，第 2 頁。

�　《會文堂書局圖書目錄》，上海會文堂書局 1925 年，封面及扉頁。


